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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早期新闻宣传实践及其新闻思想的孕育

季为民　 李　 斌

摘要: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宣传实践和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从

“传而未兴”的思想启蒙阶段到“共产党小组” 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传播发展阶段,再到第

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曲折探索阶段。 以这三个阶段为分期背景,回溯毛泽东新闻宣传实践

的具体过程,聚焦毛泽东家风家学、离乡求学、赴京革命、主编报刊、组织运动、深入农村等

学习、生活和革命过程,考察这一时期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孕育和发展,重点分析毛泽东在新

闻功能、党报理论、工作原则等多方面的新闻思想。 在此基础上得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和中国具体实

际结合的过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从外到内、由表及里契合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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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新闻思想是科学、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其顶端是毛泽东的党报理论,处于基础的是毛

泽东新闻实践观点,居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层次是毛泽东的宣传思想。[1] 在这个三层的体系中,毛泽东

的宣传思想作为一根红线贯穿其中,并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在延安定型的党报理论是以组织

喉舌为性质,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体制,以“四性一统” (党性、群众性、战斗性、指导性统一在党性之

下)为理论框架的范式[2] ,其喉舌性质集中体现在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
党报理论的目的是指导党报践行宣传使命、方针和原则。 而作为体系基础的新闻实践观点,诸如新

闻工作的真实性、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等,大多数与宣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于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研究始终保持一定热度,尤其在重大周年纪念的年份更加突出,如毛泽

东 100 周年诞辰的 1993 年、中国共产党建党 80 周年和 100 周年的 2001 年和 2021 年等。 目前学界

对毛泽东新闻宣传实践和理论的研究多集中在延安时期,微观层面的个案研究涉及毛泽东对《晋绥

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3] 、延安《解放日报》改版[4] 、中共七大[5] 、党性原则[6] 、全党办报[7] 、政治家办

报[8] 等,大多集中在中共中央在陕北的 13 年。 另外,从宏观层面进行长时段的梳理也比较多,且多

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以百年为单位进行研究[9-12] 。 但通过以上梳理不难看出,不论是微观层面还

是宏观层面,学界对毛泽东新闻宣传实践和理论肇始阶段的关注略显乏力,即从 1915 年中国早期马

克思主义思想引进传播到大革命失败这个历史阶段。 这就需要针对这个阶段进行系统梳理,并且

“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 [13] 。
1942 年 3 月 30 日,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报告中,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历

史划分为三个时期:“ 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

段” [14] ,并且认为“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

的前身。 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 [14] 。 中

国共产党早期新闻宣传是属于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一部分,由此将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宣传工作的研



究范围框定在五四前后到“大革命”失败这个阶段较为合适,并选取期间对宣传工作有重要影响的事

件作为分期节点,可以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及早期新闻宣传工作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思

想启蒙阶段,以陈独秀 1915 年 9 月创办《青年杂志》为起始点到 1920 年“共产主义小组”在全国各地

成立;第二个阶段是传播发展阶段,以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为起始点到 1923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第三个阶段是曲折探索阶段,以 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召开到 1927 年“大革命”失败。 毛泽东在这三个阶段的新闻思想均来源

于丰富的革命实践,当然也包括新闻实践。 在这期间,毛泽东不仅非常重视当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

际,而且自觉地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二者结合开展新闻宣传工

作,形成了新闻思想的雏形,这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发展成熟有着重要意义。 固有研究不仅缺乏对

这一时期的关注,也忽略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新闻宣传实践和思想对其后期新闻思想发展的影响。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时期的毛泽东新闻思想和实践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在经历了“传而未兴”的境遇后,迎来了新文化运动的转机。 以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先天经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同时对中国

具体实际有着切身体验和感受认识。 十月革命发生后,这批先进知识分子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

觉深切体悟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对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价值,不断加深认知认同,积极推动其与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 “两个结合”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从“传而未兴”向筹备建党的阶段转变。 早期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实践

也在这一过程中萌发,从无到有,凝聚了无产阶级群众,反哺了建党的筹备,对建党发挥了关键的

作用。
(一)秉承家风得益典籍:毛泽东新闻宣传实践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养分

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在中国的兴起通常从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入中国算起,也
就是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5] 。 毛

泽东的新闻宣传实践也始于这一年。 1915 年 9 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 ,宣扬民主与科学,成为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起点。 毛泽东成为《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深受其影响,1917 年

4 月 1 日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发表《体育之研究》 。 这是目前发现的

毛泽东最早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共 7000 字,采用文言体写成,全文从《论语》 《礼记》 《中庸》 《孟

子》 《庄子》以及《史记》等传统典籍中引用的典故、成语和诗文达到 20 多条,涉及的中国古代人物达

到了 16 人。[16] 就文章内容和文体而言,其价值取向源自家风家学、私塾蒙学和传统典籍。
首先,毛泽东的家风家学更多来自母亲,继承了很多中华优秀传统观念。 毛泽东母亲文素勤,淳

朴善良,灾荒年月舍米救人,极富同情心。 母亲病逝后,毛泽东日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守灵,并和

泪写下祭词称:“吾母高风,首推博爱。 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 爱力所及,原本

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 [17] 当时,毛泽东写信给同学邹蕴,提到自己的母亲是可以损己而利人

的人。 母亲对他的影响,在他的一生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其次,毛泽东的私塾蒙学培养了他“鉴

古知今”的爱好和对“孔孟之道”的熟稔。 在韶山,私塾仍是儿童们求学的唯一选择。 毛泽东照例从

《三字经》 《百家姓》 《增广贤文》等蒙学读物入门,随后是点读“四书” “五经”以及《史记》 《左传》 《日

知录》等典籍,早早接受了儒家文化传统的熏陶。 另外,被私塾老师称为“闲书”和“杂书” 的《水浒

传》 《西游记》 《三国演义》 《隋唐演义》等旧小说,也成为毛泽东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泉。
《水浒传》里汇聚在梁山造反的人物,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18] 这种影响是长期和深远的,在后来

艰难备尝的革命生涯中,《水浒传》一直是他放在手边经常阅读的书。 最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并非一味地无差别接受,而是采取考察辩证的态度和方式进行反思。 例如毛泽东对小说

里面没有农民作为主人公感到纳闷,发现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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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19] ,他觉得这样是不平等的[18] 。 再次,外出求学的青年毛泽东阅读

中国传统文史哲典籍颇为使力,这一情况可以从他在湖南第四师范留下的一册听课笔记《讲堂录》中

了解大概。 这册《讲堂录》记于 1913 年 10 月至 12 月,内容是修身课和国文课。 修身课的记录主要

涉及传统经典讲修身方面的内容。 国文课的记录涉及对韩愈文章的一些词句解释。 “从他当时的通

信和留下的其他文稿看,他比较喜欢和读得比较深的经史子集,有《老子》 《庄子》 《墨子》 《论语》 《孟

子》 《礼记》 《中庸》 《大学》和《朱子语类》 《张子语类》等诸子经典;有《尚书》 《左传》 《汉书》 《史记》
《昭明文选》 《昌黎先生集》 ( 《韩昌黎全集》 ) 、《古文辞类纂》 《读史方舆纪要》等历史类著作。 这番阅

读,为他打下终生受用的国学基础。” [20]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建立:毛泽东新闻宣传实践中“两个结合”的关键点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在两次北京之行中逐渐形成的,这是毛泽东新闻宣传实践中“两个

结合”的关键点。 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依靠新闻宣传展开新闻批评,进行舆论监督,进
而救国救民、服务革命的新闻思想才有了正确的方向。

1918 年 8 月 19 日,毛泽东因留法勤工俭学事宜第一次来到北京。 10 月,经过深思熟虑后,毛泽

东决定先研究中国文化和国情再出国,打好本国文化基础[21] ,投身于火热的社会运动和实践,最终

放弃留法计划。 毛泽东经杨昌济介绍到北京沙滩红楼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 期间毛泽东

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但这个时期,杜威的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罗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蒲鲁

东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国外思潮涌入中国,毛泽东后来回忆:“我对政治的

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 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 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

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 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

响。” [19] 尽管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由于他对各种思潮进行了认

真研究和反复比较,为日后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打下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的北京之行除了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还有机会较系统地学习新闻学理论和新闻业务方面

的知识。 1918 年 2 月 9 日,徐宝璜总理《北京大学日刊》一切事务,并同蔡元培商量组建新闻研究会

的设想。 记者邵飘萍于 1918 年春致信蔡元培校长,建议北大开展新闻学研究,进一步促使蔡元培和

徐宝璜决定筹建新闻研究会。 7 月 4 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本校将设新闻研究会》的通告,后又

发布《新闻研究会之简章》 。 9 月 14 日,又刊登报名通告,并积极吸纳会员。 毛泽东报名参加了半年

班,成为校内会员,参加研究会的第一个活动是成立大会,现场聆听了蔡元培校长的新闻学讲演。 之

后,连续三个月聆听了徐宝璜导师讲授新闻学知识和邵飘萍导师的新闻业务讲座。 此外,除了上课,
毛泽东还参加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改组大会,投票选举新闻部、评论部、翻译部、通信部等骨干

成员。 “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毛泽东掌握了新闻学的基础知识,懂得了新闻舆论的巨大威力,
学习了新闻采集、新闻编辑、新闻标题写作、新闻通讯撰稿、新闻评论、广告术、实验新闻学等基本方

法,理解了新闻社与新闻通讯社组织机构设置情况。” [22]

1919 年 12 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为了把军阀张敬尧赶出湖南,创办平民通讯社并担任社

长,救国救民、服务革命的新闻思想在新闻实践中得以践行,面向全国报馆发布张敬尧在湖南的种种

罪行新闻稿件,每日达到 150 多份。[23] 毛泽东亲自起草《湘人对张敬尧私运烟种之公愤》 ,揭露张敬

尧部张宗昌私运鸦片烟种子;撰写《湘人力争矿场抵押》 ,揭露张敬尧与湖南省矿务局局长张荣帽狼

狈为奸,贪污受贿巨款,把水口山矿产权拱手交给外国人的无耻行径。 通讯社还发表了《湘人控张敬

尧十大罪》 ,控诉张敬尧的罪行,其中写道“人民流离转徙,至今未复,死不能葬,生无可归” [17] 。 另

外,“暴兵三五成群,下乡搜索,横行间里,无日或宁。 凡此纵兵殃民之结果,以致农不得耕,商不得

市” [17] 。 写出了湖南人民身处水深火热中的具体实际。 各地报纸纷纷登载通讯社文稿,发表有力的

支持评论,“驱张”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
期间,毛泽东广泛收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包括 1920 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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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出版的《社会主义史》 ①,1921 年出版的考茨基著的《阶级争斗》 。 毛泽东还同李大钊、邓中

夏、罗章龙等建立密切联系,用心阅读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书刊。 毛泽东后来回忆:“到了一九二

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

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

第一次北京之行,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经历成为毛泽东新闻宣传实践的转折点,学了新闻做了

新闻,学以致用。 毛泽东这个阶段的新闻实践是非常贴近中国实际的,特别是要明确解决中国的问

题。 第二次北京之行,他对新闻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有了更深的体会,更为重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

和俄国革命进行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思考,运用新闻宣传开展新闻批评,进行舆论监督,实践救国利

民、服务革命的目标,逐渐成为毛泽东早期新闻思想的重要内涵。
(三)中国具体实际的再认识:从宣传新思潮向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转折

五四运动使得革命形势为之一变,中国的具体实际在这场运动中更加清晰地呈现在毛泽东面

前。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认识到报刊在革命实践中的重要性,他以湖南学联为平台,创办《湘江评论》 ,
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将新闻宣传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这一新闻实践为毛泽东“报

纸是一切工作的武器”的重要新闻思想奠定了实践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五四运动的具体实践促使

毛泽东完成了从宣传新思潮到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转变,为“两个结合” 的深化迈出重要

一步。
早在家乡读书时,毛泽东就接触了一些资产阶级改良派书报,包括郑观应的《盛世危言》 。 在东

山小学堂时,表哥文泳昌曾借给他一套自己保存的《新民丛报》合订本。 他读了又读,上面的一些文

章差不多能背出来,还写下一些批注。[18] 在第四号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他写道:
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

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 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
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18]

从《盛世危言》到《新民说》 ,从立宪变法到“变化民质”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寻求社会改革的途径对

毛泽东的影响持续了较长时期,他以后组织的新民学会的会名显然就是从这里来的。[18]

五四运动爆发后,1919 年 5 月 28 日,身在长沙的毛泽东主导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后简称湖南

学联)成立,通过罢课、演讲、发传单等方式,组织学生和群众参加五四运动。 7 月 9 日,在毛泽东指

导下,由湖南学联发起的湖南各界联合会成立。 联合会以“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 7 月间,“救国

十人团”已发展到 400 多个。 同时,五四运动的影响在湖南不断发酵,毛泽东深切感到需要办一份报

纸,将其作为一切工作的武器,扩大宣传范围,提升宣传效果。 湖南学联根据他的提议,决定创办《湘

江评论》周报,并聘请他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7 月 14 日,湖南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周报创刊,毛
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这也是他正式从事报刊工作和新闻宣传实践的开始。 《湘江评论》 “以宣

传最新思潮为主旨” [24] ,很快成为同时期报刊中的佼佼者,报纸沿街销售时,“刚走到东长街就抢购

一空” [25] 。 毛泽东为创刊号撰写创刊宣言及长短文 20 余篇,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揭露和抨

击。 他不仅负责编辑,还要处理组版、校对,甚至亲自售卖。 在不足一个月的办刊实践中,《湘江评

论》作为周报虽然只发行了 4 期以及 1 期增刊,刊发文章 83 篇,但作为主编的毛泽东撰写文章达 40
篇之多。 通过这些文章的内容来看,毛泽东虽然尚未彻底摆脱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但马

克思主义已经成为其新闻思想的主流。
毛泽东在湖南的新闻宣传实践非常丰富。 除主编《湘江评论》周报(被迫停刊)外,还在 1919 年

9 月接任《新湖南》周报主编,“继《湘江评论》的精神,要在社会有所贡献” [26] 。 然而,包括他大力支

持的《女界钟》周报和指导的其他进步学生刊物,相继遭到军阀张敬尧的查封,毛泽东在现实中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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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切地体会到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的残酷性,对中国的革命现实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 这对毛泽

东在后来的新闻宣传实践乃至革命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发挥了重

要作用。
1920 年夏,毛泽东由北京、上海返回长沙。 这时候,毛泽东政治思想正处于飞跃转变的关键期。

除了为长沙《大公报》等报刊撰写稿件,以及给《湖南通俗报》当参谋外,还得到了主编两份内部刊物

的机会,即《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和《湘潭教育促进会会报》 。 毛泽东有目的地将会员的信件汇编

成册予以出版,通过书信相互研讨、商榷,求得真理,取得共识,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至

此,毛泽东办报的思想和实践经五四运动的淬炼,实现了从宣传新思潮到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转

变,这也体现了毛泽东实现思想转变的探求真理过程。 这一过程也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实践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毛泽东新闻思想和实践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思想以及建党后的

方针、政策和路线,积极地组织群众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干部

基础,同时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的实践和理论建构了雏形。 在陈独秀、李大钊、董必武、毛泽东、周
恩来、包惠僧、何叔衡等人的积极组织下,促成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大会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产生了中央领导机关并宣布中国共产党正式

成立。 从当时的方针决策和工作实践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在新闻宣传工作中遵循人民群众创造历

史的唯物史观,不仅更加全面、深入、科学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积极把发动工人群众与传播

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自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且在新闻宣传工

作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重要作用。
(一)创办《新时代》月刊:毛泽东党报理论形成的开端

经过主编《湘江评论》 《新湖南》 ,指导《湖南通俗报》 ,支持《女界钟》以及主编两份内部刊物,毛
泽东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并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办报理念和风格。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的

新闻实践和理念成为其党报理论形成的开端,诸如要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要自觉地信

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工作要突出党性等重要思想都可以在这个时期找到实践来源。
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和研讨中国革命问题,1923 年 4 月 10 日,以湖南自修大学校刊名义,

以“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为办刊宗旨,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新时代》月刊。 从

发刊词和出版的 4 期内容来看,月刊既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传播,如李达翻译马克思的《德国

劳动党纲领栏外批评》就刊载于《新时代》第 1 号,也重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运用的研究,如创刊

号上发表了李达的《何谓帝国主义》和毛泽东的《外力、军阀与革命》 ,在第 2 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

与中国》 。 它对帮助党的干部和革命青年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指导当时的革命斗争,起到重要作

用。 这份刊物同《共产党》月刊、《劳动周刊》 《工人周刊》 《向导》周报、《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以

及不定期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等,共同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
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要求“各地可以根据需要出版一种工会杂志、日报、周报、小册子和

临时通讯” [27] 。 《新时代》月刊不仅配合了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而且很好地落实了党的一大决议。
湖南自修大学成立于 1921 年 8 月 16 日,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最早的干部学校,办校目标是研

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提高干部理论水平。 学校内设图书馆,当时的进步图书和报纸在这里大都

可以找到。 学校经常开座谈会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各种问题,也曾举办过几次公开的马克思主义

讲演大会。 《新时代》虽然是湖南自修大学校刊,但它积极宣传中共二大制定的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民

主革命纲领,并对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作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初步探讨,实际成为中共湘区委员会的

理论刊物。 如果说创办《湘江评论》 《新湖南》时期的毛泽东只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理想的进步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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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激进民主主义者,那么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和《新时代》月刊则表明毛泽东已经具备一名中国共产党

党员的基本素质,已经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与《大公报》论战:坚持为工农代言服务的新闻宣传原则

在领导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不断加深对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认识,尤其是当时长沙

地区的工人运动的情况。 因为幼年的成长经历,毛泽东对农民的疾苦体会很深,对生活艰难的工人

更具同情心。 毛泽东坚持为工农代言的新闻宣传原则就是在这个时期不断明晰的,并且在新闻实践

中得到了检验。
湖南各地工人举行了各种罢工斗争。 长沙泥木工人罢工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进行的,6000 多

名泥木工人经过 20 多天的斗争取得胜利。[28] 此外,还有缝纫、织造、造笔、制陶、人力车、制鞋、洗衣

等行业的工人也先后举行过罢工。 长沙铅印工人罢工是毛泽东领导的罢工中影响深远的斗争之一。
毛泽东因办报常年与长沙各报馆及报馆工人有密切往来。 1922 年 9 月 21 日,毛泽东还帮助长沙铅

印工人成立了铅印活版工会并兼任秘书。 他对铅印工人生活和工作的实际情况十分熟悉。 铅印工

人每天平均工作时间长达 12 个小时,但收入微薄,每月最高的不过 8 元,最低的只有 4 元。[29] 1922
年 11 月,铅印活版工会召开了全体会员大会,一致决定:要求报馆提早发稿时间,增加薪水,减少工

时。 11 月 21 日,铅印活版工会邀印刷公司经理开会,提出了 13 条具体要求,并限期 3 天作出答复。
同时,官办报纸《湖南日报》的印刷工人,也向军阀省长赵恒惕的秘书处提出了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

要求。 但赵政府态度强硬,在这种情况下,印刷活版工会负责人同毛泽东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罢工

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宣布从 11 月 25 日开始罢工,全城 10 余家印刷厂全部休业,10 余家报纸也全部

停刊。 最终,在毛泽东的精心组织下,罢工取得胜利,赵政府和印刷厂老板完全接受了工人提出的

条件。[30]

毛泽东领导罢工运动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决议为指导,对长沙乃至整个湖南地区工人运

动的实际把握。 另一方面,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开展新闻宣传,这也

是这些罢工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 在罢工运动进行之际,社会有志之士多数给予同情和支持,但也

有囿于偏见进行非议的,长沙《大公报》总编辑李抱一就是其中代表。 他在印刷工人复工后的头一张

报纸,即 1922 年 12 月 13 日的《大公报》第 2 版的“时评”栏中用“盾”的笔名发表了题为《长沙印刷

工人罢工后的几句话》的文章,“不认为有能罢工的必要” [30] ,指责工人“欠缺常识” “不守秩序” “不

知卫生真谛” ,并以“救世主” 的姿态给工人忠告:“你们做工人的,要保全自己的永久地位。 图谋

(满)自己真正的幸福。 不受人驱策,不为人作试验主义的牺牲,更非注重学问不可。” [30] 最后,他还

把矛头直接对着支持印刷工人罢工的毛泽东,“我因此更进而忠告从事劳动运动者:你们不要以为替

劳工争得几条胜优条件,联合几个劳动团体,便自以为能事已毕。 须知只是如此,结果只有助长工人

嚣张的习气,使社会增加一层不安宁的态度;如果确有宏大志愿,只是专意提倡工人教育,免除以上

所举弱点,那么,将来的成就,胜于罢工多了” [30] 。 毛泽东立即以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的名义,写了《长

沙铅印活版工会致大公报记者盾书》 ,在第二天该报的“来论”栏中发表。 毛泽东的文章不仅对端正

社会上一些人对印刷工人罢工问题的认识大有益处,而且对广大新闻记者端正立场改进作风大有益

处。 从毛泽东写的这封信里,也反映了他在这个时候已经初步有了团结利用、改造包括新闻工作者

在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策略思想。 文章开门见山指出立场问题,究竟是“ 站在我们工人地

位” [30] ,还是“开口就‘你们做工人的’ ‘缺乏常识’ ‘不守秩序’ ‘品类日杂’ ‘我忠告你们工人’ ‘助长

工人嚣张习气’ ” [30] 极尽诋毁能事? 接下来,毛泽东指出实事求是的问题。 文章指出:“但愿教训我

们的人,能将事实调查清楚。 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视人家的人格。” [30] 最后,毛泽东谈到了有关

工人阶级欢迎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的问题,“我们工人很愿意有知识的人们,能挺身而出,做我们的真

实朋友” [30] ,也就是有关工人阶级欢迎什么样的新闻记者的问题,“我们很愿先生能是个脱去长衣,
辞去大编辑职务,帮助我们干劳动运动,至少,也应当做一个真实的劳工教育者,切莫再站在旁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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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30] 。 文章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和毛泽东在 35 年后提出的“政治家办报” 具有理论逻辑的一致

性。 毛泽东通过批评《大公报》李抱一为代表的“长衣先生” ,彻底与过往的资产阶级新闻实践原则

决裂,完成了无产阶级新闻思想和实践的蜕变,成功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另外,毛泽东家中雇有长工,并非贫农,但毛泽东母亲作为普通的农村妇女,一生默默地操持家

务,抚养儿辈。 “她待人接物,纯朴善良,极富同情心。 灾荒年月,常背着丈夫送米给讨荒的人。 平时

还虔诚地烧香拜佛,把‘积德行善’ ‘因果报应’一类的信念灌输给孩子。” [18] 年幼的毛泽东并不懂多

少佛教戒律,但母亲的言传身教,使毛泽东从小就具有了一些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其中同情贫弱,乐
于助人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并在领导湖南各地工人罢工的斗争中,将马克思主义和年幼时继承其

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佛教文化的影响也可以在毛泽东晚年书单中的佛教经典中得到印

证,例如,《金刚经》和《六祖坛经》这两部佛教经典,毛泽东读得较熟。 1958 年会见柬埔寨佛教代表

团,1959 年会见十世班禅大师和 1972 年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三次谈话中都提到《金刚经》 和

《六祖坛经》的内容。 而同情弱者更是促使毛泽东扩大对无产阶级这个概念的运用范围,即不仅包括

产业工人,而且包括所有最贫穷的阶层———雇农、半佃户、手工业者、小商贩、苦力,甚至乞丐。 这是

根据中国实际的必要创新,虽然那时被一部分人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庸俗歪曲。[20]

(三)早期工人运动:“两个结合”的成功实践

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多年革命实践中全面、客观、直接地接触中国实际,毛泽东已经较为系

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加之来自家风

家学和私塾蒙学的传统文化浸润,毛泽东在早期革命实践中就不自觉地开始了“两个结合” 的早期

探索。
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早在建党前,长沙的

“湖南劳工会”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只以“改造物质的生活,增进劳工的智识”为宗旨,缺乏明确的

政治方向。 毛泽东对这个组织中有进步思想的负责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通过耐心教育和争

取,使该会负责人黄爱、庞人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湖

南劳工会”于 1921 年 11 月下旬改组,请毛泽东助理会务,改组后的湖南劳工会积极开展活动。[31] 成

功争取“湖南劳工会” ,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大力开展工人运动”决议对马克思主义的执行,更是毛泽

东准确把握长沙工人运动实际情况,践行马克思主义的成果。 同时,毛泽东还针对长沙手工业工人

聚集(手工行业不下数百种,工人多达 10 万人)的特点,重视组织领导手工业工人进行罢工斗争[32] ,
这也是当时湖南工人运动获得成功而其他地方工人运动忽视的省情城情。

毛泽东的早期经历是他在这一时期的新闻宣传活动中不自觉地将家风家学、传统儒学与马克思

主义结合起来推动革命的实践。 首先,毛泽东父亲从当兵到经商,和中国旧社会中靠自身奋斗摆脱

贫困的农民一样,克勤克俭,精明刚强,并试图按自己的生活模式塑造儿子。 “毛泽东从六岁起就做

一些家务和农活,如拔草、放牛、拾粪、砍柴,识字后也帮父亲记账。 特别是十四到十五岁大约两年的

时间内,他成天在地里跟家中雇的长工一同干活……犁、耙、栽、割,全套农活,他样样在行。 还常常

跟长工争胜,抢重活干,养成了山区农家子弟的本色。” [18] 这种家风传统使毛泽东天然亲近底层的劳

动人民,自觉地关注和帮助处境艰难的长沙工人,特别是手工业工人。 其次,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虽然

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完全排斥中国的儒家学术和传统,而是直到五四运动后

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时,仍认为“略通国学大要”使自己能够将读书和研究国情相辅相成。[33] 在传统儒

学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如强调“仁爱” “爱人”思想,毛泽东关注和支持长沙工人运

动的革命实践成为一种必然。

三、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毛泽东新闻思想和实践

1923 年 6 月 12 日至 20 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共合作方向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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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情况下,围绕着国民革命、国共合作及中共组织的独立性等问题展开论辩。 会议通过《关于国

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正式作出共

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合作推动国民革命的战略决策。 这一战略决策解决了当时党在革命发展中面临

的重要问题。
(一)宣传国共合作:以实事求是的理念传播国民革命思想

中共三大所确立的国共合作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产生了重要影

响。 国民党“一大”后,部分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了国民党并在其组织机构中担任要职。 为了指导这

些党员做好工作,中国共产党于 1924 年 2 月在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同志们在国民

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 ,要求“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

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 “对于我们所认为必要事项,而国民党不愿用其名义活动

的,仍作为本党独立的活动” [34] 。 中国共产党为了国共两党共同的目标,即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

阀、实行国民革命,把自己相当一部分的宣传工作归到了国民党,以期扩大声势并帮助国民党的

发展。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始终处于新闻宣传工作的一线,其主要工作就是宣传国共合作,传播国民革

命思想。 1925 年 10 月,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宣传部部长,主持宣传部工作。 就职后,毛泽

东立即开展宣传工作,10 月 20 日,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日刊》 刊发毛泽东写的《发刊

词》 。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基本原理去研究具体的中国革命实际问题。 他指出,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统一战线,是因为孙中山能够接受阶

级斗争的观点,并用来解释三民主义。 文中对三民主义做了具体解释:
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 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

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 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资产阶级,尤其是那

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35]

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宣传党的纲领,认真贯彻党的决定,在坚持党性原则上,并非固化、僵化地

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是实事求是,考虑到当时革命斗争的具体实际,坚持真理,坚决与反革

命势力作斗争。 毛泽东在担任代理宣传部部长期间,一共参加了 18 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编定 12
个中央宣传部报告,收发成千上万份宣传文件。 在掌握事实的基础上,不盲目、盲从、盲听,坚持用事

实说话。 他主张“为革命办报,用事实表明办报人的立场” [36] ,即事实中包含观点,并非纯粹的信息

传递,这些事实又是鲜活的、生动的,大多来自亲身接触的社会各个层面的具体实际,涉及工人、农民

和小资产阶级等不同群体。 1925 年,毛泽东在《 〈政治周刊〉发刊理由》中指出:“我们反攻敌人的方

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 敌人说:‘广东共产’ ,我们说:‘请看事

实’ 。 敌人说:‘广东内哄’ ,我们说:‘请看事实’ 。 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 ,我们说:
‘请看事实’ 。 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 ,我们说:‘请看事实’ 。” [37] 这些“事实”
均来自毛泽东大量的实地调查。 1926 年 5 月,毛泽东出席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闭幕会,专门

作了《关于农民之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之关系》的演讲,号召农民起来参加国民革命。 这期间,他发

表了《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等文章,向广大农民进行革命宣传,并把《海丰农民运动报告》
《普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 《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 《广东农民运动概述》等有关农村的调查报

告编成一套“农民问题丛刊”共 52 种(实际出版 26 种) ,发往各地,以指导全国的农民运动。 这些鲜

活的、生动的事实胜过千万次辩论。
实事求是的新闻宣传理念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同样

实事求是是贯穿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条重要脉络。 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后,“毛泽东这个时期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 [18] ,细读了 《 曾文正公家书》 《 曾文正公日

记》 [18] ,并且对船山学问尤为用功。 1916 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之后,他读书的兴趣就被该刊所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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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新思潮和《伦理学原理》的二元论哲学等吸引去了。 重视经世致用的湘学士风,在思想方法上的

表现就是实事求是。 这一点正和马克思主义对实事求是的要求具有高度一致性。 从“修学好古,实
事求是” [38] 的治学态度,到“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 [38] 的方法论意义,再到“致知在格物” [39] “物格

而后知至” [39] 的哲学内涵,深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毛泽东深受影响。 固然“实事求是”有着特殊的

时代理论内容,与中国历史上在《汉书》中就已存在的“实事求是”这一说法有着语境和意义的不同,
但两者在普遍性上又有着相通之处,都包含着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做事的一般性原则。

(二)直面国民党新老右派: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毛泽东对报刊的阶级属性问题有着清晰的表述。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指出:“有人说,报纸没有

阶级性,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这种话就讲得不对了。 至少在帝国主义消灭之前,报纸,各种意

识形态的东西,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 [40] 这一新闻思想的萌发可以追溯至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

时期与国民党新老右派进行斗争的新闻实践。
1925 年 11 月 23 日,少数国民党右派分子非法召开会议,公开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

籍,解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职务,停止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

会的职权等,史称“西山会议派” 。 他们在一些地方设立“国民党分部” ,通过上海的《民国日报》 ,并
创刊《江南晚报》 ,大造反苏、反共,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舆论。 1925 年 12 月 1 日,
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 4 期上,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予以

回应。 其实,早在 1925 年六七月间,戴季陶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

党》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要
“牺牲了自己的空想,摆脱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不可” [41] 。 1926 年 2 月 1 日出版的《中国

农民》和 3 月 13 日出版的《中国青年》 ,都先后转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随后又在广州汕头出

了单行本。 在宣传斗争中,毛泽东坚持党性,不遗余力地与国民党右派展开斗争,1925 年 12 月,在反

击新老右派的斗争中,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并主编了《政治周报》 。 这是毛泽东一

贯重视报刊舆论斗争作用的重要实践。 在他主编的 4 期《政治周报》中,毛泽东发表了十几篇文章,
揭露一切反革命宣传的实质是“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命,以国民党指为共产党,以国民政府指为共

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了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

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 [42] 。 除了创办主编《政治周报》 ,毛泽东还参与了《向导》周刊、
《前锋》月刊、《中国青年》周刊、湖南区委的《战士》周报、豫陕区委的《中州评论》以及福建的《革命

先锋》等中国共产党重要报刊的编辑写作。 这些新闻实践使得毛泽东对新闻属性有了清晰地认识,
进一步确立了报刊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重要思想观点,并成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

(三)走向农民运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宣传工作作风

1926 年 5 月 25 日,根据《整理党务案》的要求,毛泽东离开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位置。
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转向他一直以来关注的农民运动。 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对农民有着天然的感情,
他回到农村,深刻体会和认识农民生活的具体实际。 这从 1927 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

可以看出,“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 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

置,必须迅速变更。 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 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

题” [43] 。
其实早在 1925 年 4 月间,毛泽东“经过同各种人的接触和调查,了解到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

活情况,农村的阶级状况和各种社会情况” [44] ,他创办农民夜校,除教农民识字、学珠算,还讲三民主

义、国内外大事等。 毛泽东常去夜校察看,“提出夜校讲课要通俗易懂,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

洋财东,这样农民才容易明白。 夜校学员大都成为秘密农协的骨干分子,夜校场所一般即是秘密农

协会址。 到七月间,夜校发展到二十多所。” [44] 即便出任代理宣传部部长后,不能分身前往韶山,毛
泽东也写信建议在原有农民协会的基础上,成立区农民协会。 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新闻宣传实践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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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呈现出比以往更加关心中国具体实际的倾向,同时更加主动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其结合,
对农民问题尤其关注。 1925 年 9 月回到广州,11 月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毛
泽东做了如下概括:“ ‘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在

‘学业’一栏里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 [18]

大量实地调查是毛泽东开展新闻宣传实践的基础。 1926 年底至 1927 年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全国农村迅速掀起第一次大革命高潮。 但随着农民运动声势的扩大,党内对于该问题出现了

分歧。 同时,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了解也是道听途说。 1927 年 1 月 4 日至 2 月 5 日,毛泽东专

程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进行了为期 32 天的考察,主要是调查农民运动的情况。 2
月 16 日,毛泽东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向党中央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 考察报告用大量

确凿的客观事实,阐明农民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必须放手发动农民、组织农民、依靠农

民,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这份报告是对中国具体实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结晶。 “从这个运动

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

泽东同志。” [45] 毛泽东关注农村,关注农民,是对中国具体国情的全面、科学、客观地把握,是真正的

中国具体实际,将这一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开展的新闻宣传工作必然结出丰硕果实。 正是在对农

民问题的关注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宣传工作作风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

四、结语

以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工作的发展史为背景,考察毛泽东早期新闻宣传实践和新闻思想,不难

发现“两个结合”成为其早期新闻宣传实践和思想发展的自觉,贯穿其产生发展的全过程。 毛泽东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并非机械的、教条的,而是将中国共产党路线、方
针和政策的具体实际和中国具体实际动态结合,有机取舍的过程,其目的是实现革命的有效目标。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自觉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存在从外到内、由表及里契合的必然。
青年毛泽东在早期宣传工作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积极

的、主动的,是有意为之。 他在这个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也不断深化,共产主义理想

也更加坚定。 而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是隐蔽的、无意识的,甚
至在这一过程中还会有意识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甄别和取舍。 宏观考察毛泽东早期的宣传工作,
“两个结合”在这一时期体现出的这个特征十分明显,并与后期的宣传工作有所不同,但前后继承。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实践和新闻思想在早期不可否认走过一些弯路,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绝

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国革命前行的道路上不断指明方向,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实

践与思想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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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arly
 

news
 

practices
 

and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underwent

 

three
 

stages: the
 

first
 

stage
 

was
 

the
 

enlightenment
 

phase
 

of
 

Marxist
 

thought, which
 

was
 

“ spread
 

but
 

not
 

yet
 

widely
 

disseminated” ;the
 

second
 

stage
 

was
 

th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phase
 

dur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 Communist
 

group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PC;the
 

third
 

stage
 

was
 

the
 

tortuous
 

exploration
 

phase
 

during
 

the
 

period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uomintang( KMT) and
 

the
 

CPC. U-
sing

 

these
 

three
 

stages
 

as
 

the
 

temporal
 

framework,this
 

paper
 

reviews
 

the
 

specific
 

processes
 

of
 

Mao
 

Zedongs
 

journalism
 

practices, focusing
 

on
 

his
 

family
 

upbringing
 

and
 

education, his
 

pursuit
 

of
 

education
 

away
 

from
 

home,his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in
 

Beijing,his
 

role
 

as
 

a
 

newspaper
 

editor,his
 

organizational
 

activities
 

and
 

his
 

deep
 

engagement
 

in
 

rural
 

areas. It
 

examines
 

the
 

ger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s
 

news
 

thoughts
 

during
 

this
 

period,with
 

a
 

focus
 

on
 

his
 

ideas
 

regarding
 

the
 

function
 

of
 

news,the
 

theory
 

of
 

party
 

news-
papers

 

and
 

principles
 

of
 

journalism
 

work. Based
 

on
 

this,we
 

can
 

conclude
 

that
 

Mao
 

Zedongs
 

process
 

of
 

in-
tegrating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specific
 

realities
 

of
 

China
 

involved
 

aligning
 

the
 

Chi-
nese

 

Communist
 

Partys
 

line,guidelines
 

and
 

policies
 

with
 

Chinas
 

concrete
 

conditions. Additionally,the
 

com-
bination

 

of
 

Marxist
 

principles
 

with
 

th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demonstrates
 

an
 

inevitable
 

con-
gruence

 

between
 

the
 

fundamental
 

tenets
 

of
 

Marxism
 

and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transitio-
ning

 

from
 

the
 

external
 

to
 

the
 

internal
 

and
 

from
 

the
 

superficial
 

to
 

the
 

pro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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